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^16	  安員進欲擬“於官納價佃種”的耕土，如果是絕戶地或沒官田，也不難理解。因爲北宋不遲于大中祥符八年（公元1015年），政府便開始出賣部分官田。最早出賣的官田就是部分絕戶田。《宋會要輯稿》食貨六三之一七一即載祥符八年（公元1015年）敕：“戶絕田並不均與近親，賣錢入官；肥沃者不賣，除二稅外召人承佃，出納租課” 。
^17	  有關《天聖令》的發現經過，可參看戴建國《天一閣藏明抄本〈官品令〉考》，載《歷史研究》1999年第3期。
^18	  有關《唐令·田令》的復原依據與排序，參看戴建國《唐〈開元二十五年令·田令〉研究》，載《歷史研究》2000年第2期。
^19	  參見楊際平《宋朝政府對寺觀的土地、賦役政策》，《李埏教授九十華誕紀念文集》，雲南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11月。
^20	  《宋會要輯稿》食貨三五之八載：南宋紹興十三年(1143)十月規定:“民間典賣田宅,齎執白契因事到官,不問出限,並不收使,據數投納入官”。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》卷一七五，紹興二十六年（公元1156年）十二月條載：紹興二十六年（公元1156年）以前規定：典買田宅，“六十日報契”，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以後改爲限百八十日報契，“違限即將田宅沒官”。
^21	  從該文書的內容看似以擬名爲《唐廣德四年（766）正月西州某人領田憑》爲宜。
^22	  從該文書的內容看似以擬名爲《唐囗囗二年知田朱進明轉租田土文書》爲宜。
^23	  《唐咸通六年（865）正月張祗三請地狀》與《戊戌年令狐安定請地狀》雖都未出現“沒官”字眼，但田土官有是政府允許民戶請射的前提。原在民的田土（包括逃戶田、絕戶田等）都必須先經過沒官這一步驟，才有可能允許民戶請射。
^24	  歷代政府所關心的就是賦稅，有田不種，只要賦稅不缺，政府也沒有理由將其沒官。即使是曠土甚多之處，如後晉高祖天福七年（942）二月敕：“鄧、唐、隨、郢諸州管界多有曠土，宜令逐處曉諭人戸一任開墾佃蒔，仍自開耕後與免五年差徭；兼仰指揮，其荒閑田土本主，如是無力耕佃，即不得虛自占吝，仍且與招攜到人戸，分析以聞”（《冊府元龜》卷七○《帝王部·務農》）所示，也只是要求“無力耕佃”的“荒閑田土本主”，“且與招攜到人戸”，並不改變其土地所有權。
^25	  《唐咸通六年（865）前後僧張智燈狀》稱：“右智燈叔侄等，先蒙尚書恩造，令將鮑壁渠地回入玉關鄉趙黑子絕戶地，永爲口分，承料役次”。這裏的“役次”亦即“役差”。“役次”既爲“役差”，那麽，“承料役次”就應是承擔賦役。
^26	  即使是籍沒並貨賣欠租賦戶的田産，也只能是籍沒欠租賦戶的部分田産，以資足抵債（逋租欠賦）爲度。
^27	  最後一例似乎顯示，稅草乃“紐征”於兩稅斛斗。
^28	  學者經常引用的幾條既提及歸義軍時期“地稅”，又提及“地子”的資料都是見於其時百姓的辭狀，其“地稅”與“地子”的關係都不很明晰，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。如P.3155背《唐光化三年（900）神沙鄉令狐賢威狀》的“昨蒙仆射阿郎給免地稅，伏乞與後給免所著地子、布、草、役夫等”，既可理解爲令狐賢威在南沙灌進渠的13畝父祖地“年年被大河水漂，寸畔不殘”後，已蒙“仆射阿郎給免地稅”，進而要求擴大蠲免範圍，“給免所著地子、布、草、役夫等”；也可以理解爲，已蒙仆射阿郎給免當年地稅，進而要求永遠放免該地所著地稅。如果採用前一種解釋，那就意味着，該地“所著地子、布、草、役夫等”的範圍大於“地稅”；如果採用後一種解釋，那又意味着，該地“所著地子、布、草、役夫等”的範圍即是“地稅”所涵蓋的範圍。
^29	  參見楊際平《吐蕃時期敦煌計口授田考》，(甘肅)《社會科學》1983年2期；姜伯勤《突地考》，《敦煌學輯刊》1984年第1期；杨际平《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》，《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》（韓國磐主編），廈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。
